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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

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

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

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

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

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

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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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三化同步”战略思想以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互

动关系成为学界研讨的热点话题.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为实现“赶超”目
标而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水平长期领先于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水平,因而我国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比工业化得到了学界和政策领域的更多关注.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１Ｇ２],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

间具有明显的正向互动作用[３].城镇化能够吸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资金等

要素支持,而农业现代化增加了农业产品供给,增强了城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４].城镇化是农业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５].
协调发展度可以用来测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

包括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内的社会经济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是衡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重要指标.在１９７８年之后,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如何? 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发展具有什么特征? 这些特征又是与我国什么

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政策相关联? 本文拟采用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统计数据,尝试对上述问题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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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的有关文献,分别从“三化同步”、“四化同步”和“两化协同”等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了我

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关系.

１．“三化同步”视角下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三化同步”提出以后,许多学者对我国包括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内的“三化”协调发展程度进

行了评价.钱丽等对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我
国“三化”耦合协调度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各省的“三化”耦合协调度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６].周

建群运用系统耦合理论对“三化”协同发展进行了学理分析后发现,研究期内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严重

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７].陈俊梁等通过实证研究后提出,我国“三化”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农业

现代化显著落后于城镇化[８].曾福生等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

现,农业现代化是“三化”中的“短腿”和“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９].黄祖辉等也指出:相对于工业化和

城镇化,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滞后性在加剧[１０].
与此同时,特定区域范围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贺翀等

构建了“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度出中部六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的“三化”发展水平及“三化”协调发

展度进程,发现我国中部六省“三化”发展水平进程虽然都是稳步向前的,但“三化”协调发展程度却呈

现逐年递减趋势[１１].李文忠等构建了天津市“三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采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数据进行

研究后发现,天津市“三化”协调度和发展协调度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失调严重[１２].徐君建立了中原经济

区“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发现中原经济区１８个城市的“三化”协调发展程度都比较低[１３].
马敏娜等的研究则发现吉林省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缺乏有效的支持[１４].

２．“四化同步”视角下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四化同步”提出以后,“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也进入众多研究者的视野.黄安胜等通过“四化”
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基于熵值法对全国各省域“四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发现我国

“四化”高度协调发展的省份还很少且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１５].王新利等通过建立农业现代

化、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协调度模型,测算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

与信息化中各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及系统间协调发展度,发现“四化”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其子系统的

协调发展相互依赖[１６].张林等通过构建复合系统耦合协同度测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尽管

考察期内我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系统间的耦合互动效应不

明显[１７].
徐维祥等以２０１０年我国２８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

展不均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四化”发展的质量及同步水平都有待提高[１８].进一步,
徐维祥等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发展格局进行初步探索,并进

一步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重心曲线演变的方法对其动态演化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的“四化”协
调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东高西低”态势依然显著[１９].

３．“两化协同”视角下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一些学者直接分析了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关系.曹俊杰等的研究发现,我国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已初步形成互动发展的新格局,但还存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同步、政
府主导的城镇化与市场主导的城镇化矛盾以及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非持续、不协调等突出问题[５].
汪晓文等通过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概念的界定,建立“二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基

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行考察和测量,
发现我国要真正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协调任重而道远[２０].韩国明等运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测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我国３１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分析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和区域差异演化趋势,发现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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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呈现出逆地势阶梯分布状态,东部高,中部低,西部最低[２１].
部分学者则直接分析了我国特定区域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关系.马德君等对我国改

革开放后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前者对于协调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前者高于后者时,两者协调发展水平较

高;总体而言,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主要经历了 “失调－协调－失调－协调”的发

展历程[２２].赵颖文等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进行测评后

发现:四川省“两化”关系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上表现为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城镇化,但全省

各市(州)“两化”互动关系与耦合机理呈现明显差异,不能用农业现代化滞后城镇化发展一概而论,有
必要明确辨析多维度要素差异性对“两化”互动结果的影响,并据此因境制宜、因地施策地优化发展模

式,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四川“两化”协同发展[２３].
上述文献回顾结果表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无论在“三化同步”还是在“四化同步”

的理论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实现“三化同步”或“四化同步”的核心内容和必要条件.已

有的相关研究对于促进我们正确理解和深入认识我国的城乡协同发展的进程、阶段和路径具有重要

的意义.
然而,已有关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研究多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份开

始,样本期间通常较短,难以充分揭示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耦合度)和发展度对于协调发

展程度的贡献差异.而且,尽管已有研究一般对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详细

的描述,但通常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协调发展度特征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

揭示不够.
因此,采用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样本数据,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深

入研究,对于充分揭示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间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阶段特征、动力机

制与政策关联,推动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二、分析框架

　　１．测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

“城镇化”是对应于西方“城市化”概念的中国提法,不仅包含了西方“城市化”概念中的人口流动、
产业集聚和资源空间配置变化等内涵[２４Ｇ２７],也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实现方式.“农业现代化”的概念来

源于美国学者Schultz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２８Ｇ２９].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化过程中相互

影响.“协调发展”通常指特定系统或系统内要素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演化过程[３０].

测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首先要选择协调度测量模型.已有的协调度测量工具

主要包括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３１]、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３２]、数据包络分析[３３]、距离协调度模

型[３４]等.本文采用了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
借鉴了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的概念,构建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３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

间的协调度(耦合度)函数为:

C＝{(UL×AL)/[(UL＋AL)/２]２}k (１)
其中:C 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度(耦合度);UL 表示城镇化水平;AL 表示农业现

代化水平;k为调节系数,本文中令k＝２.
协调度(耦合度)指数C 的值域是[０,１].当C 取最大值１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系统趋向有

序结构;当C 取最小值０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方向无序[２２].
确定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耦合度)后,还要确定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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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度的函数为:

T＝αUL＋βAL (２)
其中:T 为发展度,用来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程度,α和β为评价权重,通常通过

专家打分获得,α＋β＝１.由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等重要,令α＝β＝０．５.
在协调度指数和发展度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测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指数

(CD).协调发展度函数定义为:

CD＝ C×T (３)
表１　协调发展类型判别标准

协调发展度系数 大类 小类
[０．９００,１]

协调发展型

优质协调发展型
[０．８００,０．９００) 良好协调发展型
[０．７００,０．８００) 中级协调发展型

[０．５００,０．７００) 过渡型 勉强协调发展型

[０．４００,０．５００)

失调衰退型

轻度失调衰退型

[０．３００,０．４００) 中度失调衰退型

[０,０．３００) 严重失调衰退型

本文借鉴廖重斌[３１]与马德君等[２２]的方法,将城镇

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判别标准定义为三个

大类七个小类,如表１所示.

２．构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为了合理确定我国的城镇化水平(UL)和农业现代

化水平(AL),本文分别用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

平选取了四个代表性指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变量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方向

UL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数量/全国人口数量 正向

城镇就业人口比重/％ 城镇就业人口数量/全国就业人口数量 正向

城镇居民消费总额比重/％ 城镇居民消费总额/全国居民消费总额 正向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 非农产业增加值/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正向

AL

机械动力使用强度/(千瓦/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正向

化肥施用强度/(吨/公顷) 化肥施用折纯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正向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有效灌溉面积/全国耕地总面积 正向

人均农业产值/(万元/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正向

　　城镇化水平(UL)主要表示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镇空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
和“城镇就业人口比重”两个指标来代表城镇人口的积聚程度,采用“城镇居民消费总额比重”和“非农

产业增加值比重”来代表城镇经济活动的积聚程度.
农业现代化水平(AL)主要表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一般来说,较高的机械化水

平、充分的化肥投入、良好的灌溉条件和高效的农业产出通常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选

取了“机械动力使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和“人均农业产值”等四个指标来代

表农业现代化水平.

３．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我国统计年鉴数据较为完整的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作为研究样本期

间.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网站所载的１９７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的主要统计特征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统计特征

指标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城镇人口比重/％ ３７ ０．１７９２ ０．５４７７ ０．３３８０ ０．１１２５

城镇就业人口比重/％ ３７ ０．２３６９ ０．５０８８ ０．３２６０ ０．０８３４

城镇居民消费总额比重/％ ３７ ０．３６６１ ０．７７５８ ０．５７８２ ０．１５０５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 ３７ ０．６６９２ ０．９０６６ ０．８０４４ ０．０８０８

机械动力使用强度/(千瓦/公顷) ３７ ０．７８２８ ６．５０３６ ３．１００３ １．７７９３

化肥施用强度/(吨/公顷) ３７ ０．０５８９ ０．３６２４ ０．２２８４ ０．０９５２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３７ ０．３６６７ ０．６１１２ ０．４５８９ ０．０７１９

人均农业产值/(万元/人) ３７ ０．０４９３ ４．４８５６ ０．９６０５ １．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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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代表城镇化水平的四个指标和代表农业

现代化水平的四个指标进行降维,形成单一指标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水平变量数值.然后,通过

采用协调度函数、发展度函数和协调发展度函数来测算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度、发展度和

协调发展度,对照既定的协调发展类型判别标准进行判断.最后,根据协调发展度总体趋势,结合当

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政策解析.

　　三、数据分析

　　１．确定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

首先,进行指标数据标准化.由于各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无法直接进行计算和比较,应首先对

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便于后续的计算和解释,标准化后的数据不宜出现负数,因此不能采

用Z值法进行标准化,而应采用０１法进行标准化.因为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而采用公式Xik＝
(vik－minvik)/(maxvik－minvik)进行转化.通过上述方法处理得到的标准化数据是后续各个环节

计算的基础,不仅需要表示各指标的相对变化趋势,还要揭示出各指标相对于最优状态的满足程度.
因此,本文参考其他类似研究对各个指标设定了标准化处理过程中的目标值(maxvij).

然后,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城镇化的４个指标和农业现代化的４个指标进行KMO 和BartＧ
lett检验,确认这两组指标的KMO 值较大且Bartlett检验结果小于０．０５,说明指标间的相关性较强,
适宜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选择

标准是初始特征值大于１和累积方差贡献大于８５％.将主成分分析结果中的成份得分系数矩阵进

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城镇化４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０．２５３６、０．２４５５、０．２５１６、０．２４９２,农业现代化４个

指标的权重分别为０．２６１４、０．２４３６、０．２４２９、０．２５２１.
最后,计算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将城镇化４个指标和农业现代化４个指标的标准化值乘

以各自的权重,得到了我国城镇化水平(UL)和农业现代化水平(AL)的变量数值.

２．测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

按照函数(１)测量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指数C,按照函数(２)测量我国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度指数T.然后,按照函数(３)测量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指

数CD.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样本期间的大部分年份,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都滞后于城镇化发展,降低了城镇化与农业现

代化的协调度(耦合度),成为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
第二,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且绝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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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低;１９８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以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为主要时间节点存在小幅度的周期波动.
第三,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类型总体上属于“失调衰退型”;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协调发展类型总体上属于“勉强协调发展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协调发展类型总体上属

于“中级协调发展型”,距离“优质协调发展型”尚有较大差距.

３．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

根据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的总体趋势,将样本期间分为５个阶段.在每个不同

的阶段,带动协调发展度变化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如表４所示.在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各个阶段中,城镇

化进程都是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在２００３年以后,农业现代化在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提高,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主要源于协调度的提高,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主要源于发展度的提高,而在２００３年以后

则源于协调度和发展度的同步提高.
表４　不同阶段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

发展阶段 协调发展度特征 城镇化 & 农业现代化 协调度 & 发展度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 波动下降 城镇化 协调度

第二阶段(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 快速增长 城镇化 协调度

第三阶段(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快速增长 城镇化 发展度

第四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缓慢增长 城镇化 发展度

第五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快速增长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协调度＋发展度

　　四、政策解释

　　１．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

１９７８年后我国进入了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改革时期.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央政府除了通过引进外资等手段继续扩大工业化建设的投

资规模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外,还通过在农村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促进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主要包括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部分

贫困地区免税、增加粮食进口并减少部分地区的征购任务等.据１９８３年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８２年同

１９７８年相比,仅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项,农民增加的收入就达到２６０亿元.这些休养生息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了减少了工业化投资对农业剩余的剥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利

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农民对改革的支持.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赋予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克服了原有人

民公社体制下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

业的快速增长.尽管部分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１９８２年还未真正落实,但据１９８３年政府

工作报告,１９８２年相比于１９７８年,我国粮食增长１６％,棉花增长６６％,油料增长１２６％,糖料增长

８３％,烤烟、桑蚕茧、猪牛羊肉等都增长５０％以上.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使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７．８％提高到了１９８２年的

３３．６％,也带来了农民生活的改善.１９８２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２７０元,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一倍.
农民货币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对消费品的购买力.１９８２年农村居民消费总额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６６％,
占城乡消费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尽管在农村支援城市建设和下乡“知青”回流的背景下,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并未下

降,但我国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的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在城乡居民消费总额中占比

的增加,客观上延缓了经济活动在城镇的集聚过程,使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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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因而降低了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并最终使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

发展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２．第二阶段(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不仅依靠政治权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还在社会管理、财政税收、商品流通、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不同领域里重塑了国家、集体和农

民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在农业领域的财政压力,也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满足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食品需求[３５],为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向

城镇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城镇化快速增长的阶段.
有学者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通过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上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做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村福利保障“包袱”的一项制度交

易[３６].但这一阶段改革的客观结果,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也使

农民获得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农村内部“资本化”并获取收益的权利,从而推动大批农村劳

动力离开农业进入乡镇企业和县及县以下乡镇工作[３６].在我国工业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乡镇

企业从此在中国独特的制度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有鉴于中国农民创造的经验,费孝通总结了我国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路径,提出了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农村内生城镇化”
思想[３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地区的增加,国有企业

活力的提高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新增了大量需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我国限制城乡

人口流动的就业政策开始松动.１９８４年１月,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

粮到集镇落户.１９８５年１月,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提供各种劳务.１９８６年７月,国务院发文

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员报考国有企业岗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城

镇化进程.
这一轮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也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

程,更是催生了“农村内生城镇化”的中国独特现象,从而形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多数年份中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喜人势头,从而快速拉升了我国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和发展度,
并最终带来了协调发展度的快速提高.然而,随着１９８８年开始的恶性通货膨胀、企业“三角债”、激进

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政府高赤字以及国际形势的剧变,这轮增长开始回落并于１９９０年触底.

３．第三阶段(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为了应对多种不利因素导致的经济紧缩,政府实施了调低存贷款利率、进行价格

和流通体制改革、筹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

运行状况开始回暖.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面临着严重困境.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再次将中国的改革

开放推向新的高潮.

１９９２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推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向“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转变,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

保障体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等配套措施的改革.由此,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再次蓬

勃发展起来.经济增长的恢复也增加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企业的一系列改革也增加了用人

的自主权.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国正式废止了粮食供给的票证制度,为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消除了

障碍.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鼓励和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１９９４年８月,劳动部发文要求“必须

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劳动部首次提出了规范流动就业证卡管理

制度.这些鼓励劳动力流动政策,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对应,本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投入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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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１９９６年末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３８８１０万千瓦,化肥施用量(折纯)达到３８４９万吨,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５０００万公顷.政府大幅度拉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也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加上这一时期气候相对适宜,种植业生产连续获得较好收成,１９９６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纪录.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的提高.

４．第四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１９９７年,我国政府宣布我国经济运行实现“软着陆”,在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节奏.我国在金融危

机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抑制了危机蔓延并赢了国际声誉,但也使１９９４年以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的出口在金融危机后持续低迷,使得依赖出口提振经济的政策目标落空,继续通过增加国债和国家投

资来推动城镇化建设仍然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１９９７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开始在试点的小城镇进行户

籍制度改革,鼓励劳动力转移.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２０００年７月,劳动保障部

等多部门发文提出“改革城乡分割,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２００１年３月,我国的“十
五”计划纲要提出:“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

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
尽管１９９６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在价格、天气等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喜获丰收,之后两年农业生

产在经历了特大洪涝灾害后仍然保持较高的产量,但随后国内外的经济萧条降低了对粮食的需求,农
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销售不畅,使粮食价格和农业生产效益相继下降.而

且,在城镇化过程中,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

村地区的投资.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来实施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改制.新成立的

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规则运行,对县以下的网点进行了大规模的撤并,县域的储蓄资金也被转

移到城市和工业建设,农村地区的资金供给形势反倒更加紧张,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

影响.

１９９８年开始实施的粮食流动体制改革,使农民承担的税费从之前粮站统一扣除变为农民交粮结

账后再由乡村干部催收,增加了基层政府与散户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干群之间的

矛盾[３６].加上农民收入的徘徊不前和各种集资摊派的不断增加,干群矛盾愈发尖锐,甚至出现了一

些群体性事件,使我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为了解决农村地区

日益突出的问题,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没有农

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

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针对农村领域最为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我国于２０００年３月开始在安徽省试

点进行税费改革.
在这一阶段,尽管城镇化进程在鼓励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支撑下依然快速发展,但农业现代化

的过程却在不断探索中披荆斩棘,农村发展遭遇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一段困难时期.由于城镇化带

来的发展度增量,我国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仍然实现了提高,但增幅相比之

前两阶段有所放缓.

５．第五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使多年来一直

处于僵局之中的“三农”问题得以提升到国家宏观经济层面.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

会提出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推动我国的政策实践和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完成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和谐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２００３年３月,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２００４年初,中断了１８年的中央涉农“一号文件”再次出台,将提高农民

收入作为当年“三农”领域的重点任务,把农业税税率整体降低１个百分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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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在随后的２００５年,全国２７个省宣布取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
本次以减负增收为目的“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使贯穿于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的农民负担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不仅提高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鼓舞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长

期消沉的农村士气,还抑制了粮食产量多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４年以来,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于农业与农村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政策环境.这些政策主要包括: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投入水平,构建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入

保障机制;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

业设施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构建农业科技支撑体

系;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培养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推动农

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提高农业发展集约化水平;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在农业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各项政策也在不断改善.２００４年之后的中央

一号文件也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转和加快已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

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加大外出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阳光工程;加大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完善农民外

出就业的各种制度保障,做好农民工就业的公共服务工作,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２０１４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出台,为今后五年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上述政策不仅确保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改变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

发展活力不足的局面,加速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综

合发展度,也提高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使本阶段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协调发展度是由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驱动,协调度和发展度相得益彰的发展阶段.

　　五、结　论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实现协调发展不仅是“四化同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选择代表性指标构建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并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

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并结合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背景进行

了解析.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

代化协调发展乃至“四化同步”的主要瓶颈;第二,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

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

续上升趋势;第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
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当前单纯依靠城镇化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度来促进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愈发困难,只有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与发展度共同提高,才能抵御不利经济周

期的冲击,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三农”问
题的核心议题,相关部门应以持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通过在生产能

力、生产效率、土地集约、农业科技、设施装备、环境保护、资金保障等领域构建系统、科学的政策体系,
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与农村发展,进而突破制约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乃至“四化同

步”的瓶颈环节;第三,制订宏观政策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急功近利,而是需

要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周全考虑,需要更多的历史耐心、科学研究与审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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